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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史”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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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记忆史研究进入中国史学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路径。在抗战史研究

领域，学者积极汲取记忆史理论与方法，使“抗战记忆史”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活力。已有的抗战记忆研究大致可

分为三方面：抗战事件记忆研究、抗战人物记忆研究和抗战空间记忆研究。记忆史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抗战记忆史的

研究领域相当丰富，不仅可进行实证研究，也应开展理论研究，并具有新范式与现实价值的意义。抗战记忆史研究

通过定位、挖掘、反思抗战记忆体现出独特的研究路径。在图像证史、公众史学、心态史影响下，抗战记忆史将有

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等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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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研究范式历经多次转型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记忆史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史学界，历史研究在新理论和方法指

引下，在研究路径上也多有突破。相较于传统史学，记忆史研究的关注重点并非历史事件或人物本身，而是指事件或人物之后

历史记忆的产生、流传，以及为何、怎样流传这些历史记忆。多年来中国记忆史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即属于“抗战记忆史”，

但多为实证性研究，较少从理论与方法层面宏观系统论述抗战记忆史。相关理论阐述的滞后不利于抗战记忆史的长远发展，并

且这些实证研究在研究话题、研究方式、研究突破方面多有支离破碎之感，只有少数如“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般的成熟研究

领域。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已有抗战记忆史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研究构想、研究路径、研究展望三方面思考抗战记

忆史，从而推进抗战史领域历史记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一、研究回顾 

二十世纪末即有学者将“历史记忆”概念运用于抗日战争相关研究。李奕明从传播学角度评述《南京大屠杀》电影，将影

片视为历史记忆的传播媒介，认为影片应再现真实的抗战记忆，而非淡化民族苦难与耻辱。[1](p15-17)此即探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

忆的传播问题。逄增玉大致爬梳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抗战文学，考察了抗战文学书写与抗战记忆的相互关系，视抗战文学中抗

战历史的叙述为“历史记忆、历史真实的当代化和民间化的调整”，抗战文学为强化国人民族记忆与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
[2](p109-117)该类研究虽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进行考察，但未对之进行详细解释，且“记忆”的相关内涵限于文艺层面，未延伸至

哲学和史学。 

然而，欧美学界历史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历史记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研

究内涵愈发深刻。[3](p69)于此背景下，2003 年，王家范发表《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出走》一文，阐述日本的“集体权威人格”通

过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等环节的转化，演化为根植于系列记忆网络中的被扭曲的历史记忆，因而重审南京大屠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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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跨越中日两民族的界线，走出集体记忆的谬误。[4](p100-104)该文强调集体记忆的现实性。张连红则探究了南京市民关于大屠杀的

创伤记忆的形成与变化，指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通道，南京市民创伤

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缠绕而共存共生，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经超越原始复仇阶段，

情感记忆更多地表现为宽容。[5](p147-152)此时所研究的“记忆”不再指向其表面概念，而是将其内涵延伸至“公共记忆”层面，关

注“集体记忆”与历史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抗战记忆研究也从这时初露头角。此后抗战记忆研究大致朝三方面发展，分别为

抗战事件记忆研究、抗战人物记忆研究和抗战空间记忆研究。 

（一）抗战事件记忆研究。 

在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形成与走向引起学界广泛探讨。何亦农、陆剑杰等人认为南京大

屠杀给国人留下了“国弱挨打，百姓遭殃”“政治腐败，军纪不整”“文化落后，民众不振”三种记忆，他们提出要将此历史

记忆融入当代忧患意识，把忧患意识转化为加快发展之志。[6](p46-49)此即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新思考。刘燕军考察

了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传递与变迁，解释大屠杀记忆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联系。[7](p5-22)李昕则认为在多

元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南京大屠杀历史和记忆的结合逐渐衍生出多种形态的文化记忆，经历了从“文本记忆”到“身体记

忆”，从“内容记忆”到“仪式记忆”，从“人之记忆”到“地之记忆”的转向，这些记忆的变化突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范畴，

日趋多元和立体。[8](p17-25)此即考察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多种表现形式，探究了此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此外，李洪涛、黄顺铭，[9]

王卫星，[10](p36-42)钟梦媛[11]等人均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南京大屠杀记忆。 

除南京大屠杀记忆外，还有研究注重战时历史事件的纪念，强调纪念即传播社会记忆，纪念活动中的仪式、话语、象征符

号是唤起国民记忆、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郭辉将“九一八”纪念作为“文化事件”，阐释了国民政府纪念活动中话语所

蕴含的思想与内涵，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九一八”纪念起到凝聚民族精神、提供精神动力、增强社会认同的作用。
[12](p118-127)

他还将研究方向对准“七七”纪念的制度设计、仪式活动、话语表达等方面，并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观察“七七”纪念，表示“七

七”纪念从开始的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的操演，再到纪念话语的表达，整个过程皆与抗战政治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13](p143-150)

该方面研究注重解读政府对抗战时期历史事件的纪念，及其对纪念活动的利用与诠释，挖掘纪念活动包含的不同利益诉求。 

此外，其他事件的历史记忆同样引起学界关注。罗贵榕通过分析滇西抗战在不同叙事类型下的不同书写，揭示其在抗战记

忆中遭遇被边缘化、被遮蔽的过程及原因，作者认为“抗战叙事的正常化、理性化，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理性、走向包容、

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14](p143-146)强调了叙事书写对历史记忆的作用。侯杰、常春波通过梳理喜峰口战役亲历者、亲见者及

亲闻者的口述和笔述资料，探讨这些特定群体的历史认知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关系，试图对长城抗战的部分史事去伪求真。[15](p144-148)

潘洵、高佳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之“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作者认为“历史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

过程，永远处于‘记忆’与‘遗忘’的互动、‘彰显’与‘遮蔽’的交替之中，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轰炸’这样的创伤记忆，

其演变与建构的过程，不仅与国家民族立场相关，更与时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16](p135-146)从而揭示出历史记忆的演变与政治立

场、时代变迁的相互关系。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对抗战事件进行研究，并非描述事件本身，也非梳理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而是

聚焦后人对事件的情感、态度与利用。抗战事件虽然内容丰富，但有其总体研究趋势，即分析事件记忆的形成背景，梳理记忆

的变迁过程，揭示记忆的功能和影响。 

（二）抗战人物记忆研究。 

抗战将领历来为史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以往多侧重人物事迹、思想等，而“历史记忆”的引入丰富了该方面研究。李鹏

飞通过考察抗战期间社会各界对张自忠的纪念与记忆，揭示张自忠在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期的形象变化，认为张自忠英雄形象的

沉浮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受到社会舆论的深刻影响，并最终成为国家宣传动员的政治工具。[17]汤锐认为白求恩因为

其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信仰纪念的符码，他从现实建构、社会分层建构和艺术建构三个方面分析中共对白求恩的纪

念方式，最后得出结论“白求恩进入中共领导公共话语体系范畴之内，中国社会各界遂逐渐形成了对于白求恩的集体记忆，同



 

 3 

时建构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伦理精神”。[18](p18-25)总体来看，学界对抗战人物记忆的研究，大都从纪念入手，关注政治对人物历

史记忆的影响。 

抗战时期历史人物的记忆成为抗战记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郭辉注意到抗战期间“民族英雄”成为国家舆论宣传的重要手

段，是增强国民认同感的重要工具，国家通过纪念“民族英雄”，利用“民族英雄”相关记忆进行抗战动员。他提出抗战时期

是民族英雄谱系建构的高潮期，此时民族英雄成为国家宣扬抗战的重要工具。他从抗战时期国家对成吉思汗历史记忆的重新唤

起出发，剖析该时期在政局、社会、党政关系影响下的成吉思汗纪念活动，从而探析成吉思汗的形象如何被塑造与建构。[19](p116-123)

除此之外，郭辉认为该时期史可法、文天祥等英雄人物的历史记忆在抗战期间同样被重新挖掘，为时人所纪念和记忆。史可法

是南明抗清的英雄人物，抗战时期其“民族气节”正好符合抗战需要，他的形象与抗战所需英雄形象高度重合，所以被塑造成

“具有高度自我民族意识、奋力抵抗外族的人物”，成为抵御外侮的榜样，以此起到抗战宣传的作用。
[20](p71-77)

文天祥作为抗元

典型人物，其相关事迹在抗战中不断地被叙述和重复，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建构出爱国、不屈不挠、成仁取义的

“文天祥”记忆，为抗日战争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服务。[21](p68-74)郭辉对抗战期间“民族英雄”的研究，跳出了对其历史记

忆的简要叙述，结合该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掘了“民族英雄”记忆背后的建构性与象征性，以此揭示“民族英雄”的记忆

作用。 

（三）抗战空间记忆研究。 

国内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建筑空间，李恭忠与陈蕴茜应最具代表性。2004 年，李恭忠发表《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

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一文，即强调纪念性空间对国民集体记忆的认同与凝聚功能。[22](p90-92)随后，他将视野拓宽至中山陵的修

建、葬礼、纪念仪式等方面，揭示各类“操演”下的中山陵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过程。[23]陈蕴茜关注到中国近代公园

具有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考察了国家通过公园建设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民族主义建构。
[24](p82-95)

她还发表理论性文章，论述纪念

空间与社会记忆的辩证关系，即纪念空间生成记忆，记忆主体重塑纪念空间。[25](p134-137)总体而言，李恭忠与陈蕴茜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探讨建筑空间如何凝聚集体记忆，或是记忆主体如何通过空间表达价值需求，他们注重空间的回溯性功能，并且比起建筑

的本体价值更关注其思想文化价值。 

史学界对建筑空间的不断深入研究，也使学者们开始关注抗战遗址、建筑。王晓葵对广西会战的相关遗址和纪念碑进行整

理和分析，探究了广西会战在当时和后来如何被记录和表象化，人们的抗战记忆如何通过这些遗址和纪念碑上对战争的记录而

被建构。[26](p266-287)强调空间对记忆的塑造功用。殷冬水以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为个案，研究分析公共建筑承担的“塑造公民国家认

同的功能”。他认为国家依赖陈列馆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再现了历史情境。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作为国家生产和塑造集体记忆的

重要载体，呈现了抗战的暴力记忆、苦难记忆、反抗记忆和宽恕记忆，它采用图像叙事、文字叙事和数字叙事三种方式，增强

国家叙事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27](p174-184)该研究揭示出历史记忆、国家权力和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刘于思以腾冲国殇墓

园及忠烈祠为代表的战争记忆空间为研究对象，揭示在这些空间构筑期间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以及战争记忆空间的争夺和

博弈所重塑的权力结构。[28](p115-119)该研究分析了以国殇墓园及忠烈祠为载体的腾冲抗战记忆的变迁过程。不难看出，诸多研究成

果强调建筑空间承载的“记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作用。长久以来，学界通常从遗址保护、文化产业管理的角度对抗战遗址、

建筑进行研究，继而忽视了此类空间的内在反映，将“记忆”概念引入抗战建筑、空间研究，是对该研究领域的提升与新思考。 

二、研究构想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即通过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回溯相关记忆，利用这些记忆进行抗战动员。解放战争期

间，抗战记忆便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亦如抗战胜利纪念日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政府甚至将内战比拟

成抗战的延续，试图利用抗战精神进行罪恶的政治宣传。[29](p131-13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党通过编写文书、纪念哀悼、修

护遗址遗迹等各种方式保存和延续抗战记忆，如我国以法律的形式将 9 月 3 日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

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由此举行法定的、国家层面的纪念和哀悼活动。除此之外，抗战记忆在加强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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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民众通过参与纪念活动，阅读抗战相关资料，或是参观抗战遗址获得抗战记忆，在抗战记忆中获得

自我归属以及民族自豪感。回顾抗战记忆的起伏消长，其无外乎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对过往历史的叙述，二是对现实存在

的诉求。基于该两种价值取向，具体研究有关抗日战争的记忆时，既要分析这些抗战记忆如何产生、如何表达、有何内容，也

要结合时代背景、政治立场、社会环境对记忆所蕴含的现实诉求加以探讨，发掘抗战记忆的功用价值。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引起学界关注成为研究对象，得益于记忆的保存与延续。抗战记忆依靠文字记载，如各种档案、报

刊、日记、回忆录等文本资料使其得以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录音、照片、影视、音乐、歌谣等视听资料承载抗战记忆。更为

特别的是，国家、政府与党派因自身或社会需求在保存抗战记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制作各种抗战文化产品，为相关

人物树碑立传，修护抗战遗址遗迹，兴建抗战纪念场所，确定国家层面上的抗战纪念日，举行抗战纪念活动，以此强化人们的

抗战记忆。如此而言，抗战记忆的呈现方式非常多样，不管是文字记载还是社会互动，都成为该记忆的表达方式。也正因如此，

抗战记忆史研究有了丰富的史料来源，这成为该研究的重要支柱。 

海量的史料支撑下，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内容将会相当丰富。包括抗战期间的重大战役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

湘西会战、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地道战亦可囊括其中；与抗战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蒋介石、

朱德、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当然除了中外知名人物，底层民众也值得关注；各种抗战纪念日如“九一八”纪念、“七七”

纪念、民族扫墓节、孔子诞辰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与抗战相关的文化作品如歌曲、诗词、小说中

对抗战的描写，或是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的记叙。另外，还可以对抗战相关的纪念场域进行探讨，如抗日战争博物馆、抗战遗址、

忠烈祠、纪念公园、烈士墓等，并且在这些场所进行的纪念活动、仪式操演也要纳入考察范围。“抗战记忆史”的研究对象与

抗战史的相比可能并无明显差别，只是研究视角发生了变化，抗战史强调研究事物本身，而抗战记忆史则强调对抗战人物事件

发生之后历史记忆的研究。用记忆史理论与方法观照抗战史，无疑能为抗战史研究注入新活力。 

除了实证研究，抗战记忆史研究还要将理论研究纳为己任。理论研究是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基础，它需要回答“何为抗战记

忆史”“如何研究抗战记忆史”“抗战记忆史有何意义”等基本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对“抗战记忆史”的内涵、方法、意义、

功能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形成抗战记忆史专题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就整个记忆史的理论研究而言，学界在记忆史领域的理论

研究不多，以翻译外国理论为主要途径，而国情、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外的研究理论并不见得能适用于中

国史学界，如此情况下必须产生适合于本土的记忆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因为抗战记忆史是记忆史的具体研究方向，用宏

观的记忆史理论指导研究，势必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抗战记忆史理论需要在记忆史理论研究上进一步深化，形成抗战记忆史专

题的理论研究。如此情况下，除了要利用西方记忆史理论为抗战记忆史理论研究打好基础外，更要在此层面上进行创新，以确

保抗战记忆史理论能够为我所用。并且，记忆史学与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哲学等多种学科息息相关，其理论研究离不开

相关学科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拓宽研究视野，综合学科知识，以此推动抗战记忆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抗战记忆史研究利用了记忆史的研究视角，摒弃了传统抗战史的书写方法，是抗战史范围内的全新尝试，也是抗战史研究

的应有之义。所以，用记忆史方法丰富抗战史有以下意义。 

抗战记忆史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新范式。时至今日，抗战史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无论是对抗战的事件、人物的研究，还是对

抗战时期的政治状况、社会思潮的研究，学界已存在不少成果。抗战记忆史研究将眼光聚焦至抗日战争相关事件或人物发生之

后的时空，对于已经研究成熟的话题，抗战记忆史也能为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抗战记忆史不再关注大屠

杀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是考察大屠杀记忆的表达方式、建构过程，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况，此即对南京大

屠杀话题进行记忆史层面的新探讨。因此，在传统的抗战史研究逐渐趋于成熟之际，将记忆史研究融入抗战史，是对抗战史研

究的新思考，也是丰富抗战史研究成果的新途径，它将“彻底改变史学研究中成熟话题难以为继的困境，成熟正是进行历史记

忆研究的起点”，[3](p83)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抗战记忆史研究具有典型的现实价值。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研究的目的便是要反思历史、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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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抗战记忆研究正是以此为立足点，以研究解决现实需要。譬如当今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质疑与非议，其中最主要的

有：“中国共产党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没有做出太多贡献”“中共夺了国民党研究和纪念抗

战的主导权”等。抗战记忆史研究力图挖掘各方抗战记忆以还原历史真相，全面诠释真实的抗战场景，肯定中国的抗战价值，

重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如此，抗战记忆史研究不仅富有研究层面的意义，它还能够为社会现实服务。也正如

沈坚所强调，记忆史研究需“以现实关怀为立足点，公开地以现代问题为出发点，追溯以往，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要求”。[30](p213) 

三、研究路径 

史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家关注个人记忆，而历史学家则更多地关心集体、社会记忆。抗日战争

的历史记忆是透过个人记忆，超越群体记忆，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集体记忆的“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

等因素相互联系，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相互交织。基于抗战记忆深刻的内涵，“抗战记忆史”的研究路径可从“定位”“挖

掘”“反思”三个方面入手。 

定位抗战记忆。记忆有着“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记忆各有所指。第一层的“个

人记忆”可以是抗战亲历者、听闻者作为单独的个体的记忆。第二层的“群体记忆”则可指向抗战中的某一军队、某一村落、

某一社会团体的记忆。最后一层的“集体记忆”具有公共记忆的性质，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记忆，它是具有社会功能与目

的的社会记忆。而记忆的内在逻辑也涉及三个关键的问题，即记忆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它们分别是谁的记忆、记忆什么、如

何记忆。抗战记忆的主体包括政府、党派，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自然包含在内，因为抗日战争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众多参与二战的国家，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政府和党派也应纳入记忆主体的考察

范围。此外，民间社会也可成为记忆的主体，如抗战老兵、士兵家属、华侨、日军士兵等。抗战记忆的客体可以具体到与抗战

相关的事件、人物、纪念、战略思想等。抗战记忆的载体即抗战记忆的呈现方式，它包括文本、图像、抗战遗址、抗战纪念场

所。定位抗战记忆即明确记忆的所属层次和内在逻辑，从承载着抗战记忆的文字、建筑、影像等入手，找寻与抗战相关的事件、

人物、地点、纪念活动的记忆，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遗留下的痕迹。 

挖掘抗战记忆。与“记忆”相对应的概念便是“遗忘”，一些研究者认为“记忆、历史、遗忘”是与过去发生联系的三驾

马车。[30](p221)现有的抗战记事在形成过程中肯定存在对过去的遗忘，挖掘记忆首先要挖掘这些被遗忘的记忆。一方面，记忆与遗

忘的产生，是该时期记忆主体的选择，所遗忘的记忆也许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碎片化的，但是如何判定其重要与否，随着记忆

的消失已无法准确地下定结论。这时，个人记忆和群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集体记忆是具有身份认同的集体对某段记忆的共

同认可，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与之相比则更具有独立性，他们可能保留着那些被“遗弃”的历史记忆。因此，集体记忆与个人、

群体记忆之间的差异将是挖掘这些被遗忘的抗战记忆的关键。另一方面，雅克·勒高夫认为“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以及

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

在着操纵机制”。[31](p60)即人们的历史记忆为一定的社会机制所支配。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抗战记忆的产生遗忘与

政党博弈、政治外交、政治诉求息息相关，弄清政治对抗战记忆的影响，也是挖掘尚未浮现的抗战记忆的途径。 

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理论，他认为“记忆之场”一开始便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现实的交叉，一种现实

是可触及、可感知的，另一种则是承载着一段历史的纯粹象征化的现实。即道出历史记忆的两种特性：真实性与象征性。基于

历史记忆的这两种属性，诺拉称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解释它的结构，确立它的层次，分辨沉积的部分与流失的部分，剥离出

它坚硬的内核，揭露假象和错觉，让它变得清晰起来，道破它的未明之意”。
[32](p87)

即史学家应当剖析历史记忆的深层含义，寻

求历史的真相。挖掘记忆也以此为出发点，力图挖掘记忆蕴藏的内涵。面对记忆象征与建构的一面，“抗战记忆史”研究除了

强调官方书写，还要关注社会诉说，要将社会层面的关于抗日战争的传说故事、回忆经历、诗词歌谣等都纳入考察范围。并且

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叙述层面，还需要考察这段记忆的来源、流传与变迁，探究与抗战相关的“亲者”的记忆，1 分析不同的记

忆主体对此段记忆的利用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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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抗战记忆。反思记忆要关注记忆所产生的影响，结合当前现实明确记忆的未来走向。张连红根据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

民社会心理影响的问卷调查和口述访问，就南京市民的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进行研究。作者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南京市民对南

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从某种程度上已被置换为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责和自强意识以及对世界和平的

美好追求。因此作者认为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中日两国应该互相理解过去的历史，寻求对南京大屠

杀的共同记忆。[5](p147-152)该研究点明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未来走向，此便是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反思。抗日战争带给国家与民族

的伤痛与仇恨不应该成为当前抗战记忆的主题，怎样将伤痛记忆转换为符合目前时代走向的记忆，是抗战记忆史研究需要思考

的重要议题。 

更为重要的是，还需反思抗战记忆的利用问题。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表示，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维系这个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33]

抗战记忆作为集体记忆，是维系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纽带之一，充当着民

族与国家认同的媒介。抗战记忆的合理利用能够实现集体记忆的社会化功能，加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当前对抗战记忆的

利用尚存不足之处，以抗战影视为例，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传达抗战记忆的重要手段，但近年来这些影视剧俨然不顾历史的

真实性，秉承“娱乐至上”的原则，将原本严肃的主旋律影视加入武侠、爱情、玄幻等元素，以至如“手撕鬼子”“裤裆藏雷”

般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频频出现于剧中，这是对抗战记忆的滥用，对抗战历史的歪曲。当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变成唾手

可得的胜利时，观众自然无法对抗战的艰辛表现出同情心，无法对国家和民族产生认同感，如此抗战记忆便失去了其应有之价

值。面对此类现象，抗战记忆史研究需要对此开展充分的思考，提出意见，同时注重记忆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现实意义。 

四、研究展望 

抗战记忆史研究是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尚处在萌芽阶段，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等待发掘。鉴于此，笔者欲结合三个理论层

次对未来的抗战记忆史研究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图像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 

长久以来，图像都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旁证，或是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书写中。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开

始尝试用图像作为证史材料，以拓宽历史研究的路径。菲力浦·阿利埃斯在研究欧洲儿童史方面颇有建树，其著作《儿童的世

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就采用了图像证史的研究方法。此书从画像、服饰、雕塑等图像材料出发，探究这些图像所

反映的欧洲社会观念、家庭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34]彼得·伯克将图像研究从实证上升到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图像证史”

研究方法。他认为“绘画、雕像、摄影作品等等，可以让我们这些后代人共享未经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过去文化的经历和知识。

它们能带回给我们一些以前也许已经知道但并未认真看待的东西。简而之，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
[35](p14)

彼得·伯克揭示了图像的价值作用，他将图像视为历史证据的重要形式。在国外学界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图像证

史”，并将其纳入历史研究中。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指出图像资料本身也是思想史应当注意与研究的文献，

他在此文中举出几个相关案例具体明晰思想史视野下的图像研究。[36](p74-83)赵世瑜通过分析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的文庙中保存

的一幅石刻画，揭示了这幅石刻画所反映的“灶商”这一群体的历史记忆及其现实欲求。[37](p24-46)可以看到，图像证史在史学领

域逐渐发展，抗战记忆史也可在图像证史的指导下，找寻新的突破点。 

于抗战记忆史而言，图像不仅是直接的史料凭证，能够提供在文本中被遗忘和忽视的记忆，还“可以帮助后代了解某个时

代的集体感受”，
[35](p33)

反映社会记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从三个层次去考察图像。首先，直观地观察图像所表达的内容，

明确其表面含义；接着，剖析图像的象征意义；最后，结合社会背景、作者生平、时代心态揭示图像的本质内涵。据笔者了解，

2014 年，湖南省沅陵县史志办工作人员发现了沅陵县在1941年张贴的预防鼠疫活动宣传画。这幅宣传画显示，一只贴着日本国

旗的大老鼠被刺刀刺伤，动弹不得，图像上方印着“灭鼠如杀敌”五个大字。据悉，1941 年 11 月，日军向常德空投了大量带有

鼠疫杆菌的物品，造成常德城内鼠疫泛滥，常德地区不得已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鼠疫活动，而毗邻常德的沅陵县也成为鼠疫防御

的重点区域。这幅宣传画的目的不仅是号召人们预防鼠疫，画像的作者将图像中的老鼠比喻成日本，暗示着日本迟早会兵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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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我国会赢得抗战的胜利，以此进行抗战动员。这也反映了该时期人们渴望抗击侵略者的强烈愿望，承载了民众对抗日战争

的历史记忆。 

按照彼得·伯克对“图像”的界定，照片、图画、雕塑、徽章、商标、宣传画、时装玩偶、奖章和纪念章上的图像，甚至

包括地图在内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皆可被视为“图像”。图像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研究可关注抗战地图、抗战宣传画、领导人画

像、军功勋章、商品商标等等。如此，抗战记忆史的研究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战争、革命、人物等

宏大事物，其研究视角下移，将目光关注于微小事物，使对抗战记忆深入认识成为可能，同时这也为抗战记忆史提供了更新颖

的话题，可丰富其研究成果。 

（二）公众史学下的抗战记忆史。 

公众史学主张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它更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公众参与”。公众史学下的抗战记

忆史即要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要义。一方面，抗战记忆史要书写公众的历史记忆，让民众成为抗战记忆史研究的主体。另一

方面，抗战记忆史研究的学术性应适当下移，让史学趋于大众化。有学者指出公共史学的研究目的即“采访公众的历史记忆，

让公众成为身边历史现象的解释者，将民众的民间记忆呈现出来”。
[38](p117-124)

这揭示了公众史学与历史记忆的相互关系，可以指

导公众史学与抗战记忆史研究更有效地结合。 

对普通民众抗战记忆进行研究，依靠目前的文献资料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像回忆录、日记、档案等多是记录精英

层面、国家层面的历史，所以该路径下的抗战记忆史料来源便是民众大脑中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调查的方式呈现。

目前关于抗日战争的口述调查，最常见者即抗战老兵的调查。自 2016 年起，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与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

研究中心合作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调查采访”，并由此组成 5 个摄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采访老兵这一

抢救性口述历史工作，截至 2018 年底，已累计采访 1416 位老兵。此项工作收集、整理了抗战老兵的抗战记忆，对抗战记忆史

研究助益良多。此外，抗战亲历者、农民、市民、华侨的抗战记忆同样值得关注。 

当然，口述调查除了梳理被调查者的抗战记忆，也要学会在这些记忆中分析、探究某些问题。虽然研究主体是普通民众，

但是普通民众也可分为不同类型的人群，如可以将农民和市民的抗战记忆进行对比，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对抗战的记

忆自然也有所不同。或者将底层民众的记忆与精英人群的记忆进行对比，关于长城抗战的记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第

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唐永良这两位精英人士与第二十九军士兵的记忆就存在差异，这种现象与时代主流、群体认同有关。
[15](p144-148)记忆主体对记忆的不同表达，能反映该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 

在公共史学路径的影响下，抗战记忆史研究应当加快对抗战老兵、抗战亲历者等底层民众口述调查的步伐，随着他们年龄

的增大，这项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其次，要进行田野调查，挖掘民间的抗战文本，注重地方志、地方档案、家谱、族谱的作用。

最后，因长久以来底层民众的抗战资料不受关注而缺乏整理与编写，所以要重视这些资料的整理与归纳，以方便研究工作的开

展。 

（三）心态史学下的抗战记忆史。 

心态史学是年鉴学派史学家在史学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心态史学，顾名思义其研究对象就是人们的情感态度。心态史学具

有四个特征：首先，它研究的是历史群体的无意识层面，重视无意识心理而非观念史；其次，它研究集体而非强调个人的作用；

再次，其不强调时代的断裂，而是强调时代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以及长时段研究；最后，强调心态脱离经济、社会的独立性。[39](p70)

心态史注重集体性、延续性，与记忆史研究有着相同的特点。 

以心态史为参照的抗战记忆史所要研究的，一方面是人们的心态如何塑造与抗战相关的记忆。如国人有重塑中华民族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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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位的心态，于是在抗战纪念话语上多将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诸如“伟大的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

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40]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41]

等话语塑造了具有追求世界和平和民族复兴意义的抗战记忆。另一方面，抗战记忆所反映出的心态也值得关注。笔者注意到，

自抗战以来民间流传了不少抗战故事，如平西抗日根据地我军用步枪打下日本飞机的故事，百团大战使用“辣椒炮弹”的故事，

抗战小英雄李爱民为我军送信的故事等，这类抗战故事即承载了人们的抗战记忆。这些故事带有“传奇”色彩，其艺术性较强，

而真实性有待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抗战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其带有的传奇色彩正反映出民众对共产党抗战

地位的认可。 

心态与记忆存在辩证的因果关系，即人们对事物的记忆能反映其心态，反之亦然。如此，心态既可以成为抗战记忆史的研

究视角，又能成为其研究内容。心态史下的抗战记忆史在考察记忆产生的原因或者记忆蕴含的内涵时，将人的心态纳入考察范

围，更加注重“人”的主观因素，此将进一步强调记忆的功能，突显抗战记忆的多样性表达。 

五、余论 

抗战记忆史所研究的记忆是透过了个人记忆，超越了群体记忆的集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建构

记忆”的理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概念，该观念被多数记忆史研究学者所接受。纵观学界关于抗战方面的记忆史研

究，不少研究都将“抗战记忆的建构”作为研究主题，学界对“建构”这条研究路径好像已经形成依赖。正因为抗日战争是政

治事件，不仅牵扯到国际关系，也牵扯到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所以有相当多的研究从抗战的大小战役、各类政治人物、国家

性纪念日等与政治相关的视角入手，认为政权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需要利用和建构对其有利的记忆。多数研究强调记忆是

如何被记住，将记忆的主体放置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这样就显得其记忆过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于是便得出这段记忆为建构记

忆的结论。如此下去，抗战记忆史研究将会显得单调乏味。 

笔者认为抗战记忆史研究应当多注重记忆产生与流传的社会背景，多发掘社会层面的原因。不仅如此，记忆主体的心态、

其对此段记忆的反馈都是抗战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研究除了要分析抗战记忆中的政治因素，还要将文化、思想

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使抗战记忆史研究走出“建构记忆”的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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